
 

 

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
−基于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视角的验证

姚东旻，李泰奇，崔孟奇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2206）

摘   要：我国同行业企业间实际税率普遍存在差异，哪些因素导致了差异的产生？厘清其背后

的制度成因对于推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尤为重要。文章基于我国税收征管流程，构建了一个涉及征

管全环节的理论框架，指出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主要来源于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两类因素，并

进一步对我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差异来源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税法法定因素与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是产生实际税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且前者的贡献度远高于后者；（2）从时序维度

看，税法法定因素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小幅波动，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

的贡献度则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3）对不同地区而言，两类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存在

显著的异质性，其中税法法定因素的贡献度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最高，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

在东北地区最高。基于上述分解结果，文章最终构建了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税法法定因素贡献度/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贡献度），其动态趋势反映出 2007 年至 2019 年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文章的结论与发现对于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企业税收征管工作具有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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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实际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衡量了企业实际纳税所形成的负担水平（Spooner，1986；

Porcano，1986），是企业和政府部门在税收征管全环节中一系列行为的综合反映。企业间实际税

率的差异一方面可以体现企业经营业务实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地方政府在税收工作

中变通征税的自由裁量权。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规定，“税收的开征、停

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意味着我国的征税活动需在法律中予以

明确，以法律为依据。企业经营业务实质的差别会导致其所适用的税种、税率与税基可能各不相

同，从而产生基于税法法定因素的实际税率差异。与此同时，由于在现实中我国税法规定的课税

要素存在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况，从而为地方政府部门衍生出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根据现行制

度事实，我国实行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分权以及针对税务机关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①因而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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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其辖区内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一定管理权与影响力。因此，在既定的税法体系下，地方政府

通常能够根据自身利益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从而产生基于地方自由裁量

因素的实际税率差异。那么，该如何理解上述实际税率差异的不同来源因素?其背后是否蕴含着

我国税收制度的合理优化路径?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对以实际税率差异为主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体来看，目前聚焦于

该主题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其中部分文献将企业增值税实际税率差异作为研究切入点（蒋为，

2016；刘柏惠等，2019）。另有学者通过企业间实际税率的差异，研究税制和税法的公平与否，为

税制改革提供参考依据（Gupta 和 Newberry，1997）。此外，另有文献以不同群体间企业实际税率

差异为视角，研究了不同行业（Seigfried，1974）、不同地区及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间的实际税率差

异问题（汪德华和李琼，2015；庞金伟和郭永清，2015）。进一步，陈晓光（2013）指出我国企业实际

税率差异大部分来自于行业内部而非不同行业间。鲜有文献全面系统地对微观企业个体间实际

税率差异的制度成因进行探讨。

因此延续上述已有文献的研究思路，本文从我国同行业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入手，以 A 股

上市公司中单一行业样本量最大的制造业为例，构建了一个基于税收征管全环节的理论框架，

将差异来源因素划分为税法法定因素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两类，并进一步利用夏普利值分解法

量化分析两类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静态贡献度与动态趋势。结果表明：同行业企业的实际税

率差异存在税法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两类主要来源，其中前者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

献度远高于后者；动态来看，税法法定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而地

方自由裁量因素则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两类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

性。最后，本文构建我国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该指标显示在 2007−2019 年间我国税收法治化建

设成效显著。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系统探究同行业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的制度成因，完

善实际税率差异理论。其二，采用夏普利值分解法，量化我国同行业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两类来

源因素的相对贡献度与变化趋势，在新的视角下刻画出我国税收征管的现实环境；其三，本文的

研究结果对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提升我国税收征管工

作的质量与效率，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实证策略、方法与数据变

量，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主要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实际税率差异的事实基础

实际税率的定义在学术研究中一直存在较大差别（Gupta 和 Newberry，1997）。本文对目前已

有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计算方法进行了归类，具体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实际税率的定义

实际税率的计算方法 文献来源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 Porcano，1986；Liu 和 Cao，2007；吴联生，2009；曹书军等，2009；刘行和李小荣，2012

所得税费用/营业收入 Gupta 和 Newberry，1997；Richardson 和 Lanis，2007；Kraft，2014

所得税费用/经营活动现金流 Gupta 和 Newberry，1997；Richardson 和 Lanis，2007

（支付的各项税费−税费返还）/营业收入 冯延超，2012；黄策和张书瑶，2018；姚东旻等，2020
 
 

从分子来看，已有定义主要从单一税种出发，以企业所得税为研究对象，适用于研究以直接

税为主体税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税负问题。另一支研究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实际税率的文

献，旨在衡量全税种口径下的实际税率，选取了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与税费返还之差作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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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税率的分子。从分母来看，已有文献主要采用息税前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以及营业收入等

指标进行了研究尝试。本文在实证部分主要借鉴冯延超（2012）与黄策和张书瑶（2018）以及姚东

旻等（2020）的研究，利用上市公司现金流量表下的公司各年实际支付的各项税费，扣除税费返还

后的金额与当年公司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实际税率。该定义涵盖了企业所需缴纳的绝大部分税

种，能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综合税负，增强研究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依据上文梳理得出的四种实际税率计算方法，本文聚焦于同行业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选

择 A 股上市公司中数量最多的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绘制了实际税率分布图（图 1）。图 1 中

柱形表示实际税率的样本分布频率，柱形越高表明在该税率水平上的样本数量越多，曲线部分

为各计算方法下实际税率样本分布的核密度曲线。从图中能够看出，大多数计算方法所得到的

实际税率分布区间均较大，且并未完全集中于特定水平，说明在多数实际税率定义下，我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税率分布均较为离散，表现出明显的实际税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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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制造业上市公司实际税率分布情况

注：由于绝大部分样本的实际税率均低于 50%，因此图中仅展示 0−50% 的分布情况。
 

（二）理论构建与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事实基础，本文在一个涵盖税收征管全环节的理论视角下，构建了包含税法法定

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实际税率差异决定框架（如图 2 所示）。两类因素分别在税收征管工

作的不同环节中发挥作用：首先，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企业在进行纳税申报时，需要按照税收法

规中的具体规定，确定自身所需缴纳的税种以及计算应纳税额的税基与适用税率，由于企业之

间各自业务经营实质与税收申报处理的不同，会产生税法规定之下的基础实际税率差异。同时，

考虑到我国税收法律法规存在较多未尽事项，税法大多以抽象宽松的原则性规定为主，缺乏应

有的定义性条款（刘剑文，2015），同时部分相关配套法规也不够明确，规定过于笼统（李香菊，

2005），因此企业自行申报的纳税额实际上包含一定的弹性空间。

此外将地方政府与税务机关的行为纳入考量范畴，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上述弹性空间赋予

了地方政府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①使得其能够在税收“争优竞赛”与“逐底竞争”之间进行权

姚东旻、李泰奇、崔孟奇：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

① 本文所关注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学范畴内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税收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我国行政法中，一般将行政自由裁量权定义

为：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自主选择而作出一定行政行为的权力（王英津，2001）。在已有

文献中，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义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存在以下几点共性特征：它是行政主体便宜行事的权力；行使这种权力的前提是缺乏

羁束性规范；这种权力在行政主体的权限范围之内（司久贵，1998）。此外，已有学者将上述概念引入到税收相关主题研究中，将税收自由裁量

权定义为税收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基于税收的目的，通过自由判断、自主选择而做出一定具体税收行政行为的权力

（龚征等，2003）。然而该定义无法对本文所研究的主题进行精准概括。基于此，本文结合上述讨论将自由裁量权界定为地方政府作为行政主

体，在税收法规无明确禁止的前提下，基于自身特定目的，在税收征管工作中主观采取措施影响辖区内企业税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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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许敬轩等，2019），①一方面可以通过税务机

关来变通认定企业税前支出抵扣（曹书军等，

2009），或者通过支持辖区内税务机关的征管

能力建设来间接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邓明，

2020）。另一方面其也可以通过直接干预高新

企业资质认定以及制定辖区内的税收优惠政

策，给予企业税收返还及财政补贴来影响企

业的实际税率（曹书军等，2009）。因而产生了

来源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实际税率差异。

具体来看，首先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变通

税前支出抵扣认定来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

该影响机制需要经由税务机关来间接发挥作

用。在我国税法存在未尽事项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作为负责税收征管工作的行政部门一旦认为

企业自行申报的税前支出抵扣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即可通过稽查手段要求企业按照自己认

定的抵扣方案来重新计算其应纳税额。在实践中，税务机关实施税务稽查的强度与地方政府制

定的税收“任务目标”息息相关（田彬彬等，2020）。

其次，地方政府对于税收征管能力建设的自由裁量权同样能够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征管

能力主要指税收征管技术水平、征税人员的数量和素质等客观条件（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是

税务机关开展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基础。现行法规并没有对上述物质基础的供给标准进行具体

细化，并且将一部分税务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的经费保障责任交由各地方政府来承担。因此

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调整物质资源的配置，来影响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建设，并最终经传导影响

企业的实际税率。

此外，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方式直接影响企业的实际税率。我国高新

技术企业能够依法享受优惠所得税率，但在认定相关法规②中同样存在未尽事项。一方面法规规

定该资质认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部分评审专家对于申报企业技术与财务情况的评分，但

却并未给出足够细化的评分标准。此外法规同时要求各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政、税

务机关组成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负责具体认定工作。由于该认定机构的工作人

员多数来自于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能够在该资质认定工作中贯彻一定的主

观意志并最终影响企业能否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最后，地方政府具备制定辖区内税收返还及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

表现为各地政府普遍利用上述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的税收竞争（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早

在 2014 年 11 月，国务院为进一步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下发了《关于清理规

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但仅半年之后上述专项清理工作即宣布待另行部署后再进行。这一

政策变化实际上为地方政府暂时保留了在辖区内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税负的自由裁量

空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同行业企业间的实际税率差异可以通过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两种

因素来拆解。一方面由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企业缴纳的纳税额应依据法定的课税要素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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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管全环节中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产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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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敬轩等（2019）的研究指出，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包括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在内的多维度绩效考核，“逐底竞争”指地方政府为吸引

流动性资本而降低企业实际税率，“争优竞赛”则表现为通过提升企业实际税率以获取更多的税收收入。

② 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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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税法法定因素是产生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基础来源。而另一方面，在法规存在未尽事项的

前提下，地方政府能够在一定弹性空间内通过行使上述自由裁量权来影响辖区内企业的实际税

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同行业企业间的实际税率差异来自于税法法定与地方自由裁量两类因素，前者对于

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更大。

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之间明显存在着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并且相同的法制内容

在各地区之间的发展情况也存在不同（纪晓丽，2011）。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在其研究中指出，

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各异造成了我国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而同时制度环境又是影响

企业实际税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上述特征事实，本文认为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税法法定因素

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实际税率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可能会存在差别，特别是源于各地方政府差

异化行为的地方自由裁量因素。正如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间的税收征管效率确实存在显

著差异（吕冰洋和樊勇，2006；陈工等，2009）。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税法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存在区域间异质性。

一直以来税收法治不断走向现代化是我国税制改革的一条主线（张守文，2015），长期来看，

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已逐渐从学界呼吁、社会关注发展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的积极回应（刘

剑文，201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

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2014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

政策的通知》，要求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优惠政策开展全面的专项清理工

作。此外，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方面，2018 年我国将国税地税两套征管系统予以合并，旨在进一

步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征管标准。在此背景下，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于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

影响可能会日益下降。因此，结合上述假说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推论：

推论：动态视角下，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将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各

地区的具体表现可能存在差异。

（三）模拟算例

基于上文的理论构建，本文进一步通过模拟算例的方式来对实际税率差异的产生机制进行

体现。在仅考虑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两个主要核心税种的情况下，一个简化的企业实际税率

ETR 计算方法可表示为下式（1）：

ETR =
[
(pqθs− pqθi)+δ(pq+ s− c)− s

]
/pq （1）

θs θi

δ

其中 p 和 q 分别为企业销售产品的价格与数量， 为企业销售行为所适用的增值税率， 为采购

行为所适用的扣除率， 为所得税适用税率，c 为所得税允许扣除项，s 为获得的税收返还及财政

补贴。基于上述计算公式，本文模拟构造了一个包含四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简化实际税率

算例，具体设定计算过程如下图 3 所示。其中，企业 a 与 b 的实际税率之差来源于企业自行申报

时依据税收法规中所适用的税基与税率差异。企业 a 与 c、企业 b 与 d 的实际税率之差来源于法

规未尽事项所衍生出的地方自由裁量因素。①企业 c 与 d 的实际税率之差则反映了征管全环节

中税法法定因素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混合影响。②

姚东旻、李泰奇、崔孟奇：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

① 企业 c 为 a 的对照组，企业 d 为 b 的对照组，对照组与原样本相比，企业经营特征完全相同，除受到自由裁量影响的因素以外，所有设

定与原样本均保持一致。

② 本例假设企业 a 与 b 注册地相同，企业 c 与 d 分别注册于不同地点，且企业 c 注册地政府采取少征税策略，而企业 d 注册地政府则采

取多征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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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因素差异 税法法定因素差异 自由裁量因素差异

影响因素

产品销售收入 ①

①+②

①+②+⑥−⑤
（①+②+⑥−
⑤）×⑦

−

⑤

⑥

⑦

②

③

④

服务销售收入

商品采购支出

服务采购支出

增值税应纳金额

销售收入合计

支出扣除
法
规
未
尽
事
项

税收返还或财政补贴

适用所得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

所得税应纳税额

实际税率

序号 企业c（少征税） 企业d（多征税）企业a 企业b

0.13①+0.06②
−0.13③−0.06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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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80 180 9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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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3.9

500

4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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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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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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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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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200 196

0

25%15%

59.6

8.94

6.02% 10.50% 18.91% 26.80%

60

15 105

700 704

176

25%15%

120

税前支出抵扣认定 税前支出抵扣认定

增
值
税

所
得
税

税收返还财政补贴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混合因素差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图 3    企业实际税率差异模拟算例

 

为体现四家企业同属汽车制造业，本文假设其同时销售汽车与咨询服务两种业务，分别适

用 13% 与 6% 的增值税率，且全部收入均为企业当年所得税应税收入。在采购方面，所有企业生

产经营主要采购汽车零配件、研发与技术服务，分别适用 13% 与 6% 的扣除率。

在赋值计算时，首先为了体现企业在自行申报纳税阶段税法法定因素对实际税率的影响，

算例给定企业 a 与 b 不同的销售收入金额与结构、支出金额与结构、支出扣除以及适用所得税

率，具体赋值金额详见上图 3。计算结果显示，企业 a 的实际税率为 10.50%，企业 b 的实际税率

为 18.91%。

具体来看，为了清晰地反映出征管全环节中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

本例主要将影响机制易于量化的税前支出抵扣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税收返还及财政

补贴三种自由裁量方式纳入模拟计算思路当中，并进行了如下具体设定：第一，对于税前支出抵

扣认定的刻画，本例中假设税务机关在稽查工作中将企业 c 在申报中分期扣除的资本性支出，认

定为应当期直接扣除的收益性支出，并将企业 d 在申报中直接扣除的收益性支出，认定为应当分

期扣除的资本性支出，分别调增企业 c 支出扣除金额，调减企业 d 支出扣除金额；①第二，对于高

新技术企业资质的认定，本例假设在地方政府的主观影响下，企业 c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同

时企业 d 被认定为非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分别调减企业 c 的所得税税率，调增企业 d 的所得税税

率；②第三，考虑到地方政府能够通过给予企业税收返还及财政补贴来降低其税负，本例假设企

业 c 收到的来自于政府的税收返还金额为 2，而其他企业均未获得同类税收优惠。

基于上述设定，在算例最终的计算结果中，企业 c 的实际税率较 a 下降了 4.48 个百分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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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设定时调增企业 c 支出扣除金额为申报值（与企业 a 相等）的 1.02 倍，同时调减企业 d 支出扣除金额为申报值（与企业 b 相等）的

0.98 倍。

② 企业 c 所得税率由申报值（与企业 a 相等）25% 调整为 15%，企业 d 适用所得税率由申报值（与企业 b 相等）15% 调整为 25%。

•  144  •



业 d 的实际税率较 b 提升了 7.89 个百分点。对比算例中四个企业的实际税率计算值，我们发现

当企业 a、b 之间已经存在源于税法法定因素的税率差异时，将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加入其中，能够

使得企业 c、d 之间的实际税率差异进一步扩大，在本例中混合因素所导致的实际税率差异达到

了 20.78%，初步验证了本文研究视角的合理性。

三、实证策略、方法与数据变量

（一）实证策略与分解方法

本文在实证部分首先通过回归构造出能

够产生公司实际税率差异的来源因素集合，

共包括十七个来源因素指标。 ①考虑到已有

文献通常将实际税率作为衡量避税程度的代

理变量（邓博夫等，2019），为排除企业避税动

机对实际税率差异的干扰，本文进一步在分

解中加入企业避税动机的代理变量对其进行

控制，②并同时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然后本

文基于上述分解指标进行夏普利值分解，通

过计算得出不同来源因素的夏普利值，以刻

画不同来源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静态贡献度与变化趋势，从而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和推论，

并最终得出实证结论，具体如图 4 所示。

γ

Xi1,Xi2, · · · ,Xi9,Li1,Li2, · · · ,Li5,γp,Ai,Yt

X1

X1 X1

X1

参考 Shorrocks（2013）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夏普利值分解法，其基本思想是当考虑一个统

计指标 y，其值完全由一组包含 n 个影响因素的集合 Z 决定，那么在集合 Z 中剔除任意一个因素

都会对指标 y 的差异产生边际贡献，综合该因素所有可能剔除的路径顺序，其均值即为该因素对

指标 y 差异的贡献水平。具体到本研究当中，我们通过估计企业实际税率的决定方程得到一个

有效的实际税率影响因素集合 Z，其中包含九个税法法定因素衡量指标（以 X 代表）、六个地方自

由裁量因素衡量指标（以 L 代表，同时包含省份固定效应 ）、企业避税动机（以 A 代表）以及年份

固定效应（以 Y 代表），即 Z={ }，其中，i 代表上市公司个体，t 代

表年份，p 为省份。上述集合 Z 中的全部因素共同决定了实际税率差异，并且任意集合 z∈Z 都会

对应一个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值。此时我们假设，当令某个税法法定因素 为固定值时，可估计

得出一个剔除 影响的实际税率差异值，因而能够据此计算出 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边际贡

献。综合测算 所有可能剔除路径下的上述边际贡献，即可得到该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

水平。

基于上述差异分解思路，本文构建如下上市公司实际税率决定模型：

ETRi,t = α+
∑9

n=1
βnXi,t +

∑14

m=10
βmLi,t +γp+ β̂15Ai,t +Yt +εi,t （2）

Xi,t Li,t γp为本文选取的税法法定因素的衡量指标， 与 （省份固定效应）为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

 

静
态
分
析

动
态
分
析

假说1：明确相对贡献度

假说2：存在地区异质性

方法：夏普利值分解

方法：分年度进行夏普利值分解

推论：贡献度存在动态趋势
且其动态趋势有地区异质性

检验假设 制造业上市
公司实际税
率差异验证推论

影响因素集合
（两种视角）

图 4    实证策略路线

姚东旻、李泰奇、崔孟奇：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

① 其中税法法定因素的衡量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自由现金流、固定资产密集度、研发密集度、无形资产密集度、海外业务收入占比、第

一主营产品占比、总资产报酬率、销售毛利率；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包括：财政分权、财政压力、补贴返还、总市值、所有权性质以及省份。

② 具体指标参考刘行和叶康涛（2013）以及陈德球等（2016）的研究，通过计算会计−税收差异（BTD）来刻画企业的避税动机。会计−税收

差异（BTD）为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差，除以期末总资产的比值。其中，应纳税所得额为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费用，除以名义所得

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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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 Yt

ÊTR

衡量指标， 为避税动机的衡量指标， 为年份固定效应，据此线性回归模型（2），我们可以得到

实际税率估计值 。

D = g (ETR) ÊTR进一步考虑上市公司实际税率差异 ，将估计得出的上市公司实际税率 代入

可以构建实际税率差异与各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如下式（3）所示：

D = g
(
ÊTR
)
= g(α̂+

∑9

n=1
β̂nXi,t +

∑14

m=10
β̂mLi,t +γp+ β̂15Ai,t +Yt +εi,t) = g ( f (Z)) （3）

Xi此时，经计算可得出某个税法法定因素的衡量指标 （其他同理）对实际税率差异的夏普利值：

S V i =
∑

z⊆Z
φI (z) [g ( f (z))−g ( f (z|Xi))] （4）

g ( f (z))−g ( f (z|Xi)) Xi

Xi Xi RC i

其中， 即为在一种剔除路径下， 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边际贡献。最后，通过计算

对差异的边际贡献与所有指标边际贡献之和的比值，即可得出影响因素 的相对贡献度 。

RC i = S V i/ΣS V i （5）
（二）数据、变量与分解指标

1. 样本选取

本文以 2007 至 2019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

（1）参照刘慧龙和吴联生（2014）与汤泰劼等（2019）的做法，将实际税率大于 1 的观测值予以剔

除；（2）对于实际税率计算公式分子小于 0 的观测值，保留该观测值并将其赋值为 0，对于实际税

率计算公式分母小于 0 的观测值，予以剔除；（3）剔除被风险警示的观测值；（4）剔除其他变量存

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 12 346 个观测值。为进一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除反映省级宏

观特征以外的所有连续变量按上下 1% 的比例进行了 Winsorize 缩尾处理，本文所使用的全部企

业级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省级宏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2. 核心分解指标

（1）税法法定因素的衡量

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之下，会计制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表现为税法与会计处理之

间存在一定的统一性特征，无论是企业自行纳税申报，亦或是政府部门进行税务监管，会计信息

均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来源（马东明，2012）。本文认为通过会计报表计算得出的反映企业经营决

策的特定财务指标能够代表影响企业实际税率的税法法定因素。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与税法规定

密切相关，涉及企业资本结构、资产结构、销售结构以及盈利能力四个维度的九个财务特征指标

用以衡量税法法定因素，具体指标及计算方法详见表 2。
 

表 2    衡量税法法定因素的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资本结构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总资产

企业自由现金流 FCF （息前税后利润+折旧与摊销−营运资金增加−资本支出）/资产总额

资产结构

固定资产密集度 CAPINV 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额

研发密集度 RDINV 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无形资产密集度 INTINV 无形资产净值/资产总额

销售结构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Foreign 海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

第一主营产品占比 First 主营构成（按产品）项目收入（第一名）/营业收入

盈利能力
总资产报酬率 ROA 息税前利润×2/（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

销售毛利率 MR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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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衡量

为捕捉在税收征管全环节中的地方自由裁量因素，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并综合考虑了数据可

得性，从内在动机、筛选机制、直接表现三个维度选取了六个指标来对其进行刻画，具体指标及

计算方法详见表 3。
 

表 3    衡量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变量及其定义

变量维度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内在动机

财政分权 FD 注册地省份政府的财政收人/全国财政收入

财政压力 FP （注册地省份财政收入−注册地省份财政支出）/注册地省份财政收入

补贴返还 Subsidy Ln（税收返还、减免+政府补助）

筛选机制

总市值 MV Ln（个股年末股价×当日总股本）

所有权性质 Own
依据企业所有制属性构建虚拟变量，将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赋值为 1，

其他类型企业均赋值为 0
直接表现 省份 Province 依据我国 31 个省份划分，构建 30 个虚拟变量

　　注：参考孙刚（2017）的研究，本文计算补贴返还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中的税收返还、减

免与政府补助。
 
 

首先，地方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动机主要包括财政压力以及税收竞争两个方面。在

分税制背景下，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的公共支出责任（于文超等，2018），上述财

政压力往往会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对税务机关的“任务指标”，因而导致税务机关进行策略性征

管，并最终影响辖区内企业的税负水平（田彬彬等，2020）。基于此本文首先选取了财政分权与财

政压力两个变量来对其进行刻画。

其次，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返还及财政补贴政策来降低企业税负通常是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进行税收竞争的一个重要工具。孙刚（2017）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违规给予企业税收

补贴及返还的自由裁量行为，为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的税收征管活动提供了直接证据。基于此

本文利用企业收到的税收返还与财政补贴额度以刻画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活动。

另外，在实践中地方政府通常只针对特定的企业群体来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目前已被证实

的筛选机制主要来自于“成功效应”以及所有权性质。具体来看，在政治成本理论下，越为成功

的公司，将会受到政府部门越为严格的税收审查，因而承担更高的实际税率（Zimmerman，1983）。

对于已经登陆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而言，“成功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市场估值，在现实中往往市

值高的公司会更多地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其在税收缴纳方面也会更多地与地方政府产生联

系，因此本文选择了市值来衡量“成功效应”。此外，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有企业较非国有

企业会表现出更高的实际税率（Zeng，2010），这表明国有企业由于其本身与政府部门天然存在的

政治关联，可能更容易被政府部门当作实施自由裁量的对象，基于此本文选择所有权性质用以

刻画该筛选机制。

最后，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基于上述内在动机及筛选机制，无论采取何种自由裁量方式，其最

终导致的直接表现均为企业实际税率所呈现出的地区差异，换言之我们能够将地区差异当作是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综合体现。已有研究也表明地区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企业间实际税率差异

的一个重要因素（陈晓光，2013）。基于此本文选取了对应不同省份的虚拟变量以刻画省级地方

政府行使自由裁量权所产生的直接表现。

3. 描述性统计

本文实证部分除虚拟变量以外，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 4 所示，其中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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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实际税率，上文梳理得出的衡量税法的法定因素的指标、衡量地方自由裁量因

素的指标，以及控制变量避税动机指标。并且文章还主要报告了各变量的观察值、均值、标准差、

最大值以及最小值。
 

表 4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实际税率 ETR 12 346 0.0482 0.0422 0 0.2892

税法法定因素

资产负债率 LEV 12 346 0.3934 0.1930 0.0587 0.9395

自由现金流 FCF 12 346 −0.0191 0.1036 −0.4101 0.3120

固定资产密集度 CAPINV 12 346 0.2288 0.1319 0.0023 0.7299

研发密集度 RDINV 12 346 0.0429 0.0349 0.0002 0.2578

无形资产密集度 INTINV 12 346 0.0443 0.0345 0.0001 0.2944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Foreign 12 346 0.2249 0.2339 0.0002 0.9607

第一主营产品占比 First 12 346 0.6095 0.2045 0.1948 1.0000

总资产报酬率 ROA 12 346 0.0488 0.0617 −0.1983 0.3270

销售毛利率 MR 12 346 0.2723 0.1474 0.0050 0.8456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

财政分权 FD 12 346 0.0342 0.0177 0.0005 0.0667

财政压力 FP 12 346 −0.6403 0.6905 −12.8442 0.1080

补贴返还 Subsidy 12 346 16.3131 1.3970 10.9691 19.8975

总市值 MV 12 346 4.0639 0.9206 1.7818 7.3398

所有权性质 Own 12 346 0.2632 0.4404 0 1

控制变量 避税动机 BTD 12 346 −0.0080 0.0443 −0.2253 0.1475
 
 

四、实证分析

（一）全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差异分解

1. 静态差异分解

首先不考虑时间因素对 2007−2019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差异分解（详见表 5）。回归

结果显示，在列（1）中本文所选取的绝大部分变量对实际税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在模型中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报告于列（2），结果显示回归系数的正负性与列（1）完全一致，且绝

大部分变量对实际税率的影响仍然显著。

进一步本文依据前文已列明的归类方法进行夏普利值分解，分解结果报告于表 5 第（3）列。

在控制企业避税动机和年份的情况下，税法法定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达 57.38%，占现

有指标总贡献度的 89.52%。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为 5.21%，占现有指标

总贡献度的 8.13%。同时由于在本文所研究的时间区间内，我国进行了“增值税转型”以及“营改

增”等税制改革。因此为排除上述制度改革对于差异分解结果的影响，本文依据两次改革在全国

推行的时间节点（2009 年与 2013 年）将研究区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夏普利值分解，分解结

果报告于表 5 第（4）、（5）、（6）列。

结果显示，在各阶段税法法定因素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地方的自由裁量因素则居于次位。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静态视角下的夏普利值分解，证明了前文提出的假说 1，也就是同行业企业

间的实际税率差异来源存在税法法定因素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两类，前者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

贡献度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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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制造业上市公司静态差异分解结果

分解指标类别 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实际税率

（1）

实际税率

（2）

2007−2019
（3）

2007−2008
（4）

2009-2013
（5）

2014−2019
（6）

税收法定因素

资产负债率 −0.0207*** −0.0207***

0.5738
（89.52%）

0.5911
（85.15%）

0.6093
（88.33%）

0.5606
（89.23%）

自由现金流 0.0095*** 0.0123***

固定资产密集度 0.0153*** 0.0140***

研发密集度 −0.1889*** −0.1836***

无形资产密集度 0.0471*** 0.0448***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0.0713*** −0.0712***

第一主营产品比例 0.0063*** 0.0064***

总资产报酬率 0.0073 0.0044
销售毛利率 0.1877*** 0.1887***

地方自由裁量

因素

财政压力 0.0142*** 0.0035*

0.0521
（8.13%）

0.0977
（14.08%）

0.0682
（9.89%）

0.0520
（8.28%）

财政分权 −0.3955*** −0.0592
补贴返还 −0.0007*** −0.0003

市值 0.0035*** 0.0032***

所有权性质 0.0039*** 0.0035***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避税动机 −0.1422*** −0.1393*** 0.0144

（2.21%）

0.0025
（0.32%）

0.0118
（1.63%）

0.0137
（2.16%）年份 控制

总解释力 0.6410 0.69413 0.6898 0.628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夏普利值分解结果中，小数值表示绝对贡献度，括号内为在现有

全部分解指标中的相对贡献度。
 
 

2. 动态差异分解

动态差异分解旨在识别各个指标在各年间对实际税率差异贡献度的动态趋势，分解结果如

下图 5 所示。图中折线代表税法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在各年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

度，堆积柱状图代表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各指标对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底侧面积图为控制变量避

税因素的分解情况。整体而言，税法法定因素的贡献度远大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且前者基本维

持在较高水平，而后者则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具体到反映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单个指标中，

省份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最大且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市值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影响较为突

出，其在 2010−2013 年期间具有较高的贡献度；此外财政压力自 2016 年以来对实际税率差异的

贡献度表现出可辨认的增加趋势。可见，税法法定因素对于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在各年

度中一直起“主力”作用；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则远小于前者，并在各

年度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该结果部分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推论。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我

国税收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影响企业实际税率的空间正逐渐被压缩，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因自身财政压力而干预企业实际税率的行为有扩张倾向。

（二）分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差异分解

1. 分地区静态差异分解

为 验 证 企 业 实 际 税 率 差 异 因 素 分 解 结 果 是 否 存 在 地 区 间 的 异 质 性 ， 本 文 进 一 步 依 据

2020 年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统计制度及分类标准（17）”中对于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方法，将

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依据注册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①四个地区子样本，静态分解结果

姚东旻、李泰奇、崔孟奇：如何解释行业内企业的实际税率差异

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

南 6 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

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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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表 6 所示。首先，反映税收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两类分解指标在所有地区中的

贡献度均超过 55%，其中西部地区贡献度最高，为 72.60%，中部地区贡献度最低，为 59.28%。其

次，代表税法法定因素的特定财务指标贡献度高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

贡献度最高，中部和东北地区的贡献度则相对较低。最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在地区间

存在显著不平衡，其在东北与西部地区的贡献度明显较高，在中部地区次之，而在东部地区的贡

献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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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制造业差异分解动态趋势

注：图中税法法定因素刻度位于主坐标轴，其他因素指标刻度位于次坐标轴。
 

 
表 6    分地区静态差异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分解指标类别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东北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税法法定因素 0.490 3（79.62%） 0.599 2（93.12%） 0.516 2（87.08%） 0.599 3（82.54%）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 0.102 4（16.62%） 0.030 5（4.74%） 0.060 2（10.16%） 0.092 5（12.74%）

控制变量 0.023 2（3.76%） 0.013 8（2.14%） 0.016 4（2.76%） 0.034 3（4.72%）

总解释力 0.615 8 0.643 4 0.592 8 0.726 0

　　注：夏普利值分解结果含义同上表 5。
 
 

上述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税收征管制度最为规范；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由于其实际税率

差异中有较大部分来源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说明在该地区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税收的“干预”

行为可能较为严重。综上，进一步验证了两类因素对于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所表现出的

地区差异，该结果侧面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税收征管工作的执行现状，证明了假说 2。

2. 分地区动态差异分解①

本文进一步在分地区分年度样本的基础上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税法法定因素在不同地区

的贡献度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在不同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下降趋

势，但各自的起始水平和终点水平不同。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税收法治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各个

地区的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对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均日益减小，但不同地区的下降趋势存

在各异的起始水平和终点水平，验证了本文所提出推论的后半部分。

（三）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构建②

本文通过计算企业实际税率差异的税法法定因素贡献度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贡献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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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限于篇幅，分析表格省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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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该指标数值越高，则说明我国税制法治化程度越高。

税收法治化程度 =
税法法定因素贡献度

地方自由裁量因素贡献度

本文分别计算了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子样本地区在各年度的税收法治化程

度。税收法治化程度指标自 2007 年起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随着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及 2014 年《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

知》的颁布，指标增速达到顶峰。此外，该指标在 2016 年出现下降，本文认为一个可能原因是考

虑到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实背景，国家对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管控思路进行了阶段性

调整。①总体而言，我国的税收法治化进程处于不断推进落实的过程当中，自 2007 年至 2019 年成

效显著。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发现在同行业内部企业实际税率仍然普遍存在差异，并

应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对这一差异进行来源因素分解。本文应用夏普利值分解法对这一差异进行

来源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第一，在税收征管全环节的理论框架下，实际税率差异存在两类重要

来源，分别为税法法定因素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并且前者对于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更高。第

二，两类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中税法法定因素的贡献度在

东部和西部地区最高，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的贡献度在东北地区最高。第三，2007−2019 年间，

税法法定因素对实际税率差异的贡献度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而地方自由裁量因素则显著下

降，但各地区的下降趋势表现为各异的起始水平和终点水平。第四，本文进一步构建了税收法治

化程度指标以刻画全国及各地区的税收法治环境，结果发现，在 2007−2019 年间我国税收法治

化建设成效显著，全国各地区均表现出法治化程度不断加强的特征，反映了我国“依法治税”改

革思路的有效落实。

结合上述发现，本文认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我国

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站在依法治税的角度，税务部门要特别关注企业相关会计处

理的真实性、着力提升自身识别企业会计造假偷逃税收的能力；第二，从地方自由裁量因素产生

的源头出发，各级政府部门应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切勿单纯盲目追求经济总量或是

税收收入的增长，实现绩效考核重点从“量”向“质”转变；第三，通过法律手段对课税要素进行不

断明确，进一步将精细化原则贯彻到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解释工作当中。只有不断提升立法

质量，完善我国税法制度，在各层次法律法规中力求应细尽细，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

税。第四，结合本文所发现的地区异质性，在税法相关配套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我国应重点考

虑不同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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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count for Different ETRs of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A Verifi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ax Laws and Local Discretion

Yao Dongmin,  Li Taiqi,  Cui Mengqi
(Center for China Fiscal Development，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ijing 102206，China)

Summary:  Effective tax rate （ETR） measures the tax payment burden，which is a comprehensive reflec-

tion of a series of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ax administra-

tion. According to tax laws，the difference of business essence will lead to differentiated tax treatments，result-

ing in the difference of ETRs based on tax laws. At the same time，due to the fact that tax elements stipulated

in the law are not clear and specific，it creates condi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derive discre-

tion. Therefore，local governments are able to influence the ETR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 scope of laws ac-

cording to their own interests，which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ETRs based on local discretion. So，how to un-

derstand the two source factors of ETR differences? Do they contain the reasonable optimization path of

China’s tax system?

In general，there are few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ies on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ETRs of enter-

prises. Therefore，continuing the idea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ETR of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taking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an example. Firstly，it verifies the existence of differ-

ent ETRs of enter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 Secondly，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ax ad-

ministration，dividing the source factors of tax differences into two categories：One is from tax laws，and the

other is from local discretion in tax administration. Finally，it uses the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static contribution level and dynamic trend of the two factors，and discusses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1） Tax law factors and local discretion factors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different ETRs，and the former’s contribution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latter. （2） On the one

hand，the factor contribution from tax laws to different ETRs has been maintained at a high level；on the other

hand，the factor contribution from local discretion shows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It has proved the signi-

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wo factors to different ETRs. （3）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this paper finally constructs the Tax Legalization degree index，and its dynamic trend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ax Legalization in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from 2007 to 2019.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at：Firstly，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ETRs of enter-

prises in the same industry，and improves the theory of the difference in ETRs. Secondly，it uses the Sha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verify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and trend of the two factors，and

depicts the real environment of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different ETRs； Sharpley value decomposition； tax law factors； local discre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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